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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对“天价

彩 礼 ”进 行 治

理 。 此 后 连 续 多

年，这一议题始终被

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

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

事，演变成关系国家治

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

公共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

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

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

从 2000年前后的 1万至 2万元，

飙升至 2021 年的 14 万元左右。

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

再将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

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

出 ，普 遍 在 60 万 至 100 万 元 。

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

不吃不喝工作 26到 43年，才能攒

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

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

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

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

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

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

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的前世今生：

从“六礼”之仪到

“天价”之殇

彩礼，古称“纳

征”，是《礼记》所载

婚姻“六礼”中的

第 四 礼 。 在 传

统社会，它的

核心功能是

“成妻”，

通 过

送

聘

礼 的 仪

式，宣告婚约

正式确立。此时的

彩礼，重“礼”轻“财”，聘

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

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数额受

到宗族规范、社区舆论的严格约

束，谁家索要过多，会被视为“卖

女儿”而遭唾弃。

这一状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

中大体保持稳定，即便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90 年代，农村彩礼依

然处于可控范围。在河南驻马店

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 年左右当

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 年前后

也仅在 1.8万元左右。

转折点出现在 2010 年前后。

随着 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

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

河南、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

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

率先“起飞”。至 2015 年前后，这

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 10万元。

2015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

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

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

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

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

快速上涨。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礼

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

俗”。彩礼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

的文化符号，异化为一个全民性

的经济负担。

彩礼的异化，本质上是“礼”

的退场和“财”的登台。在传统社

会，彩礼是“礼仪”的一部分，它的

意义在于“象征”而非“交换”。而

在今天，彩礼成了女性在婚姻市

场中的“定价”，婚姻的缔结变成

了一场赤裸裸的经济谈判。这不

仅是民俗的改变，更是值得警惕

的社会关系不良变迁。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

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

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

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

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

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

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

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

的，可不得供

着 媳 妇 ，

要是跑

了，哪

来 的

钱 娶

第 二

个 ！”

这句话

里既

有无奈，也折射出高

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

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

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

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

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

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

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

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

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

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受访者说，2021 年他出

价 28.8 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

另一个出价 38.8 万元的“截胡”

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

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

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

“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

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

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

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

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

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

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

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

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

的影响。

警惕婚姻向“包办”倒退

当代的农村婚姻，已实现了

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的巨

大进步。然而，高额彩礼的介入

使得婚姻的决定权再次从青年个

体手中滑落。许多年轻人相亲、

订婚、结婚的全过程，都处于父母

的掌控之下，个人意愿被压制。

一名中原农村女青年说：“每次都

是父母先去打听对方家庭条件，

觉得合适了才让我去见。”

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

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

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

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

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

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

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高额彩礼问题盘根错节，治

理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出台一

个“限价令”就能解决。它需要一

场从观念到制度、从家庭到社会

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彩礼之所

以被越推越高，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缺乏强有力的

否定性评价。许多人虽然嘴上抱

怨彩礼高，但轮到自家女儿时又

觉得“不能比别人低”。这种矛盾

心态，说明需要国家层面的价值

引领。

治理重心要从“限制高彩礼”

转向“弘扬新婚俗”。要整合宣传

资源，创新传播方式。持续、深入

地批判“彩礼等于身价”“彩礼是

必需保障”等错误观念。同时，树

立先进典型。通过榜样示范和集

体婚礼等创新形式，让婚俗

新风尚成为新的

“面子”。特别是重点针

对年轻群体，采取新媒体宣传、校

园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让

年轻人从内心认同并践行健康婚

恋观。

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

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

进城安居的成本。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创造更多本地稳定就业机

会。只有让年轻家庭能在城镇

“安居”且“乐业”，才能从根本上

降低其对“婚前一次性积累”的过

度依赖。

——大力发展乡镇寄宿制学

校和普惠托育服务。这可以减轻

年轻家庭的教育和育儿负担，解

放女性劳动力，缓解“男工女陪”

模 式 带 来 的 家 庭 分 离 与 经 济

压力。

——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

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

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

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增强治理措施的约束力与震

慑力

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仍待发

挥。在县域和村社层面，要推动

将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

并通过红白理事会等组织进行监

督执行。比如，安徽淮北濉溪县

的“大总+”模式，引导党员、能人

担任“大总”，组织村民修订村规

民约。当然，也要认识到，当前通

婚范围已超越村庄甚至跨越县

市，单靠一村的村规民约难以奏

效。因此，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

动协同治理。

强化法治手段必不可少。通

过公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等方

式，明确高额彩礼可能涉及的法

律风险。要让“收受高额彩礼涉

嫌违法”入脑入心，改变“法不责

众”的民间认知。打击职业媒婆、

婚介机构哄抬彩礼、从中牟利的

行为，切断灰色利益链。

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阵

痛。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

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

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

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适。我们

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

简单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

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

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

“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

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额彩礼需

要“组合拳”，需要顶层设计、观

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

治保障多管齐下。只要认识到

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

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

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

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

港湾。（杨华）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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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安徽亳州，在安徽

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

村 ，新 人 们 在 参 加

复古集体婚礼。

2024 年 9 月

22 日，在宁夏银川市，新人

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 年全国万

人集体婚礼宁夏分会场参加婚礼仪式。


